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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西乡周氏与周本淳及桐城派之关系考论1 

张强 

（淮阴师范学院运河与漕运研究中心，江苏淮安 223300） 

【摘 要】：周本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其人生经历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摆脱苦难、寻求自强的历程

大体上相对应。太平军入皖时，周本淳先生的四世祖周盛华率六兄弟办团练。周盛华等战死后，其弟周盛波、周盛

传继续与太平军对抗。李鸿章招募淮军时，建立了周盛波和周盛传率领的盛字营。在征伐太平夭国及捻军的过程中，

盛字营脱颖而出成为淮军的中坚力量。周母为择校煞费苦心，目的是让周氏兄弟走出狭隘的私塾天地，接受正在兴

起的新式教育。从入养正小学读书再到考入浙江大学，周本淳先生在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在家庭的影响下接受

了桐城派的治学方式及经世致用的思想。桐城派的考证、辞章之学培养了周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其入世进取的精

神铸造了周先生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耿直性格。桐城派一向有居官授业、家族传嬗、朋友切磋、同僚服膺等传统，

周氏家族接受桐城派，与曾国藩、李鸿章有一定的关系。如淮军领袖李鸿章与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既是上下级关系，

又是同乡。这样的前提下，周本淳先生自然会在家风的影响下关注桐城派。周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校点古籍；二是诗学研究；三是考证古籍中的错讹；四是诗词创作。四者相辅相成，反映了周先生治学的不同

层面。周先生胸怀广阔，有为国家文化事业服务的坚定信念，有深厚的小学功底，治学上承章黄学派，其诗词创作

是周先生解决古代诗学问题的重要武器。 

【关键词】：周本淳；合肥西乡周氏；周氏宗谱及家风；桐城派；淮军；古籍校点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7）05-0052-09 

周本淳先生（1921—2002 年）是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一生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人生旅程大体上

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921年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第二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8年 12月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以前；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 2002年去世。从时间节点上看，周先生的三个人生阶段与五四

以来中华民族摆脱苦难、寻求自强的历程大体上对应。可以说，变幻莫测的风云与周先生的人生拧结在一起，给人留下了深长

的意味和不尽的想象空间。 

周先生出生于安徽合肥西乡的一个耕读世家。追溯历史，合肥西乡周家是周平王次子姬烈的后人，在繁衍壮大的逐步形成

了汝南、沛县、合肥西乡等三个居住中心。如《周氏宗谱》有“我庐州西乡周氏就乃由汝南周氏繁衍而来（其间堂号为爱莲，

一直沿用到清朝，后因皇帝恩赐，更名为报本堂）。明朝初年由于战乱，始祖兴旺公自江西瓦家坝迁至江 

南江北省庐州府（现在的安徽省肥西县紫蓬镇）至今六百多年”①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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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淳先生的四世祖周盛华有兄弟六人。周盛传记载道：“予先世居合肥六十墩，同产兄弟六人，予次第五。家有田数顷，

力农自食。”②太平军经略皖北时，周盛华率领周氏兄弟办团练自卫。史称：“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皖北土匪纷起，盛波兄

弟六人，团练乡勇保卫乡里，屡出杀贼。”
[1]12082

（《清史稿·周盛波传》）当时，皖北合肥一带的团练声势最大，其中，紫蓬山

的周盛华团练与周公山的张荫谷及张树声父子团练、大潜山的刘铭传团练等合称“三山”，三山互为椅角，相互支援。与此同

时，他们又联合潘鼎新等团练筑堡，共同抗击太平军，如史有“粤寇扰皖北，（张树声）以禀生与其弟树珊、树屏治团杀贼。……

其时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辈皆相继筑堡，联为一气，皖北破碎，独合肥西乡差全“[1]12496（《清史稿.·张树声传》）之说。 

后来，周盛华和三个弟弟不幸战死。如李鸿章在奏折中写道：“盛波以乡兵剿贼，兄弟六人，四殉王事。”[2]朱孔彰亦记载

道：“刚敏公为将，法令严整而善得士心。兄弟六人，其四死于王事，惟与弟盛传积功至专阃。”[3]275《清史稿》亦称：“兄盛

华及弟三人皆死事，惟存盛波与弟盛传，以勇名。”
[1]12082

（《清史稿·周盛波传》）治清史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清史列传》“稿

本来源就是出于前清国史馆历朝纂修的《大臣列传》”[4]民国初年，朱孔彰曾任清史馆编修，参加《清史稿》的编撰。更重要的

是，编撰《清史稿》的学者大部分与周氏兄弟为同时代人，有的甚至相识，因此，这一说法是有依据的。 

史有“五年，兄盛华阵亡”[1]12084（《清史稿·周盛传传》）之说，又有“四年二月，三伯父殉难”③之说，周盛华何时遇难，

多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周盛传记录咸丰五年大事时写道：“二月初四日，贼众破坪入。时予与六弟先奉太夫人居他所。三兄

督练守御，力不支，犹手刃数贼，乃被害。……四兄力战突围出。”④周盛传是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据此，周盛波战死于咸丰五

年二月当不成问题。此后，其弟周盛波、周盛传负责抚养周盛华等四兄弟的遗孤,并率众与太平军对抗。 

同治元年(1862 年），为扩大兵源，曾国藩令掌机要的门生李鸿章到皖北招募淮军。史称：“十一年，国藩既克安庆，谋大

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同治元年，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

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

军营务。”[1]12012（《清史稿·李鸿章传》）李鸿章受命后，传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吴长庆等到安庆拜见

曾国藩。经此，由血缘关系及乡邻组成的皖北团练整编后成为淮军。史称:“同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令盛波就所部选

募成军，曰盛字营。”[1]12082（《清史稿`周盛波传》）为了组建一支强悍的淮军，李鸿章采取“就所部选募成军”的方略，建立了

周盛波和周盛传率领的盛字营，张树声率领的树字营、刘铭传率领的铭字营、潘鼎新率领的鼎字营、吴长庆率领的庆字营等五

大营。 

五大营成军后，赴上海受训，学习新式军械火枪火炮的使用方法。赵尔巽论述淮军战斗力时指出：“李鸿章创立淮军，一

时人材蔚起，程学启实为之魁，功成身殒，开军遂微。铭军最称劲旅，树军、盛军、鼎军亦各骖靳。粤寇平而捻匪炽，曾国藩

欲全湘军末路，主专用淮军，平捻多赖其力。”
[1]12090

。（《清史稿·程学启传论》）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以后，

出于“欲全湘军”等私心，曾国藩提出用淮军“平捻”的主张。从此，李鸿章及淮军走向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心。 

在征伐太平天国及捻军的过程中，周盛波、周盛传领导的盛字营因骁勇善战，很快成为淮军中战斗力极为强悍的部队。如

周家驹编辑其父周盛传的遗著时写道：“时以铭、盛、鼎、树并称，号‘淮上四军’。公又与刘壮肃齐名，有'肥水二传'之称，

因先公与壮肃皆名传也。”⑤2同治二年六月，在李鸿章的亲自过问下，建立以周盛传为主将的传字营。史称：“六月，李公以抚

                                                        
2 ①抱本堂《周氏宗谱》卷一《山周合族同修家谱序》。 

②周盛传《磨历纪实·自叙》，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 年据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复印，第 9

页。 

③抱本堂《周氏宗谱》卷二《行述》。 

④周盛传《磨历纪实》，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年据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复印，第 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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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亲兵千五百人改为传字三营属公，公始独将一军。是时，兄盛波军号‘盛军’，刘公铭传军号'铭军'，公由漂阳偕铭、盛二军

进攻广德州，拔其城。”[3]272-273灭捻之后，周盛波“以母老陈请回籍终养”[1]12083（《清史稿`周盛波传》），周盛传成为盛军的主将。

朱孔彰评价周盛波（谥号刚敏）时写道：“捻匪平，与弟盛传言曰：“吾二人同乞归不可，弟在军操练旧部，备缓急之用，以报

君父。，故刚敏家居养母十余年，同时名卿或复出，坚辞不行。及海上有事，奉诏征，投袂而起，不遑恤私，其深明大义如此。”
[3]275经此，周盛传独掌盛军，鼎盛时马步军多达三十二营。 

经过锤炼，盛军成为淮军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在这中间，周盛波、周盛传官拜一品，周氏家族出现一派兴旺的景象。如同

治九年（1870年），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在老家旧堡的基础上建成周老坪。周老圩是一座有防御功能的坪子，楼台亭阁点缀其间，

可供居住的房屋有四百五十多间。此后，周氏家族又在周老圩的周边建成康湾坪、新圩、小坪、杨坪、罗坝埒、海螺冲坪等圩

子，据统计，这些有防匪防盗功能的坪子极盛时，户丁达万人以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督练新式陆军是晚清政治中的大事。其实，小站成为满清王朝训练新军的基地，是

在周盛波、周盛传加强津沽海防的前提下实现的。可以说，周氏兄弟领导的盛军是满清筹办北洋新军的基础。具体地讲，天津

教案（同治九年,1870 年）发生后，周盛传奉命进驻马厂（今河北沧州青县马厂）。史称：“时李公移督直隶，疏调公所部屯卫

畿辅。十年，营于青县马厂。十二年，奉檄遍勘海口情形。公建议以故明之新城上蔽津郡，旁临大沽、北塘附近扼要，旧有土

城已圮，炮台亦形逼仄，不可用，请改筑。遂筑内外城各一，城内大炮台三，城上环置小炮七十有一，此外兵房、药库、仓廒、

义塾及城外沟河桥闸惟备。”[3]273 驻防期间，周盛传主要从四个方面采取了加强海防和拱卫京畿的措施：一是加固大沽新城

（今天津塘沽东南）；二是扩建炮台；三是兴建从马厂到大沽新城、的大道；四是沿马新大道建驿站，形成了四十里一一大站、

十里一小站的布局。五年后即光绪元年(1875 年），周盛传率部进驻潦水套并操练新军。潦水套是大沽新城以西的第十一个小驿

站，军士习惯上以“小站”相称，经此，小站成为满清操练新军和津沽海防的指挥中枢。从这样的角度看，周盛传在小站练兵

实开满清小站练兵之先河。 

经过长时间的建设，小站成为津沽之间的战略要地。在周盛传进驻之前，小站即潦水套是一片盐碱地；进驻之后，周盛传

奉命屯田垦荒，通过开渠建闸引南运河和海河水压碱、鼓励百姓围垦等，建成六万多亩的军垦稻田，十三万多亩的民垦稻田。

经此,小站成为津沽著名的粮仓。在这期间，周盛传积极地建造商铺和发展商贸，为小站成为津沽之间的人声鼎沸的商埠创造了

条件。 

光绪十年（1884年），还乡侍母的周盛波奉命在淮北招募淮军。史有“命在淮北选募精壮十营赴天津备防，责司训练”[1]12083

（《清史稿`周盛波传》）之说，经过训练，五千精壮士兵开赴天津，成为加强津沽海防的重要力量，如史有“其后北洋筹防，全

倚淮军，而以盛军为之中坚
[1]12090

（《清史稿・程学启传论》）之说。 

光绪十一年（1885年），周盛传因母丧悲哀过度不幸去世。周盛波本打算居家守孝，然朝廷“夺情”，故重掌盛军并驻守津

沽。光绪十四年（1888年），唐山至芦台铁路的延长段津沽铁路建成，小站成为津沽铁路不可或缺的站点。稍后，周盛波率部建

开平（今河北唐山开平）至山海关的铁路，如史有“津沽铁路告成，续办开平迤北至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万人，驰骋援

应，不啻数万人之用”[1]4429 

（《清史稿·交通志一》）之说。按：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时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通车。小站成为满清训练新军的基地，

除了与地理位置相关外，还与周氏兄弟兴建马新大道、津沽铁路、开平至山海关铁路相关，与周氏兄弟加强海防在小站屯田、

练兵、发展商贸等相关。 

                                                                                                                                                                                              

⑤周家驹《跋》，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年据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复印，第 1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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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周先生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在新旧交替时不断分化和整合的年代。这一时间上距辛亥革命成功仅

有十年，十年是百废待兴、除旧布新的十年，在经历恢复帝制和再造共和的过程中，一方面国民党通过北伐占据了中国政治的

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共产党及其他的政治力量走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面对诡谲多变的形势，周母吴元玲担负起培养周氏兄弟

周本厚和周本淳的责任。 

据《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从 1912到 1949年，在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地诉诸武力的较量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约 35岁。

这一血淋淋的事实诉说的道理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救万民于倒悬之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周本淳先生的父亲早亡，其

母吴元玲担负起培养周氏兄弟周本厚和周本淳的责任。吴家是合肥东乡的望族，吴元玲的父亲曾一度出任道州知州。面对列强

步步进逼、军阀混战等错综复杂的局面，周母吴元玲下决心将两个孩子培养成有用之才。在这中间，周母以孟母三迁为榜样，

将七、八岁的周氏兄弟送到距家百里的养正小学读书。养正小学是皖北首屈一指的以传授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办在合肥东乡

六家畈，六家畈是吴家的祖居地，为培养其子弟，吴氏家族即周先生外祖父的族人兴办了这所小学。 

周母为择校煞费苦心，目的是让周氏兄弟走出狭隘的私塾天地，接受正在兴起的新式教育。客观地讲，这一举措是很有知

识眼光的。经此，以入养正小学读书为起点，周氏兄弟走上了求学、放眼世界、探索人生的道路。 

在抗日救亡的紧要关头，1938年，长兄周本厚投奔新四军。为了不牵累家庭，周本厚改名“萍”,因是老大，故取名“周伯

萍”。以“萍”自名，与曹丕《秋胡行》、文天祥《过零丁洋》两诗叙写的浮萍意象有直接的关系。如《秋胡行》有“泛泛绿地，

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随风靡倾”[5]句，后来，随风聚散的浮萍引申为漂泊不定、浪迹天涯之意。时至南宋末年，文天祥挖掘其

意象，强调了浮萍漂泊不定又遭“雨打”的孤苦形象。如他在《过零丁洋》中写下了“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震古烁今的诗句。周本厚改名投笔从戎意在明志，表达精忠报国的死士之心。当弟弟

周本淳也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时，周伯萍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国尽忠，你为家尽孝。从此，兄弟二人远隔千里，

开始了各自的人生旅途。后来，周伯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部长及全权处理非洲事务的外交官；周本淳先生则担负起侍奉

老母的责任，直到 92岁去世。从某种意义上讲，尽忠虽然壮烈，但多有荣耀，更何况，负剑报国终有成功之日。与之相比，尽

孝则是件默默无闻的事。特别是“举孝廉”不再成为选官制度，尽孝遂消解在忠君爱国的大义之中，其价值和意义似乎被更多

的人遗忘。 

从入养正小学读书再到考入浙江大学，周本淳先生接受的教育主要是新式的，不过，考察其思想行为的运动轨迹，周先生

是以士的入世进取精神担当社会责任的。挖掘其思想行为运动的轨迹，则与家教及接受桐城派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一般认为，桐城派是清乾隆年间兴起的散文流派，作文时以明代唐宋派归有光等人的古文为典范。如在桐城人戴名世的悉

心指导下，桐城人方苞（字灵皋）成为桐城派的开山鼻祖。戴名世叙述往事时写道：“盖灵皋与余往复讨论，面相质正者且十

年。每一篇成，辄举以示余，余为之点定评论，其稍有不惬于余心，灵皋即自毁其稿。”[6]此后，刘大櫆继承方苞之学成为桐城

派的重镇，姚鼐继承刘大概的衣钵成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再后，桐城派后学将方苞、刘大櫆和姚鼐尊称为“三祖”。姚鼐感

慨地记载道：“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7]桐城派的文章成为天下师法的对象，固然与其有精美

的艺术形式相关，更重要的是，桐城派作文以“载道”为价值取向，建立了以经学为“道统”的思想体系。在古人看来，文是

“道”的载体形式，经世致用是作文的灵魂。如明代唐宋派师法唐宋八大家，是因为八大家的古文是“文以载道”的典范。如

明代唐宋派主将王慎中论述道：“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领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①3这一论述大体上道出了唐宋派注重经

学即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倾向。 

在师法唐宋八大家的过程中，桐城派对归有光（号震川）经世致用的思想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归有光治学主要从洛学即洛

阳程颢、程颐理学和闽学即福建朱熹理学入手，在此基础上，探究六经及汉学。如清初钱谦益论述道：“先生钻研六经，含茹

                                                        
3 ①王慎中《寄道原弟书九》，《遵岩先生文集》卷四十一，嘉靖四十五年刘溱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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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闽之学而追溯其元本。谓秦火已后，儒者专门名家，确有指授，古圣贤之蕴奥，未必久晦于汉、唐，而乍辟于有宋。”[8]

这一说法准确地概括了归有光研治六经从程朱理学入手的基本情况。康熙年间昆山知县董正位亦论述道：“余读先生之《易图

论》、《洪范传》，知其经学深邃。于《马政志》、《三途并用》诸议，知其世务通达。而浚吴淞江、三吴水利诸书，今方行其说，

殆东南数百年之利。[9]在这里，董正位撇开归有光作文时师法唐宋八大家的技巧不论，强调了归有光研习六经旨在为现实服务的

精神。进而言之，钱谦益、董正位生活的年代早于桐城派，他们充分肯定了归有光作文以经学为逻辑起点的做法。 

方苞以归有光为宗，作文以“义法”为灵魂，包含了对经学及程朱理学的体认。方苞论述道：“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

'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0]这里所说的“义”，是指作文时以程朱理学

为思想内核。这里所说的“法”，是指作文时的形式和技巧应为表达思想的载体。刘大概论述道：“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

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

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

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11]刘大櫆丰富了方苞的“义法”理论，强调作文时“神为气之主，，与“以理为主，，的

统一，强调“义理、书卷、经济，，为“行文之实”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即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内核。 

在方苞、刘大概的基础上，姚鼐将作文之法总结为以“义理”为核心的“三端”。如他论述道：“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

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

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

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

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弊者之难得欤？”[12]这里所说的“三端”，以“义

理”为核心。“义理”初见于《礼记》，如《礼记・礼器》有“义理，礼之文”语，后经程朱理学的阐释，“义理”成为讲求儒

家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姚鼐以这一概念阐释“学问”时，明确地表达了以程朱理学为评判是非标准的价值取向。在这里，

“义理”，是指在明白畅达、富有韵味的行文中贯彻经世致用的思想；“考证”，是指用确凿的材料实事求是地论述问题；“文

章”，是指作文时的讲究辞章即字句章法。从这样的角度看，桐城派受到追捧，是因为他们通过精心地研究唐宋派笔法及学习

唐宋八大家古文，确立了以弘扬程朱理学为己任的作文之法。进而言之，关注桐城派除了需要关注他们讲究辞章的作文之法外，

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以文章承担的入世进取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使命。曹丕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典论·论文》）之说，桐城派关心的作文之法，在本质上与曹丕所说的“文章”相通。 

近人研究盛军及周氏兄弟时，大都认为周盛波、周盛传尚武少墨。不过，从周盛波、周盛传与时人往来的书札中当知，这

一说法多有欠妥之处①。儒学是周氏家族培养子弟的逻辑起点，重视文教是周氏长期累积的家风。如周盛波之子周家谦博通经史，

其著《六分池馆随笔》、《槃盒诗钞》等表达了以儒家是非为是非的观点。又如周盛传之子周子昂在老家兴办光宗学校，专门培

养周氏族人。在这中间，桐城派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给周氏家族以重要的影响。如周氏家族第七次修订宗谱时，请陈澹然

（1859-1930年）为宗谱撰文。陈澹然是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人物，熟悉湘军、淮军故事，与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黎元洪、

袁世凯等多有交往，曾搜集湘军史料撰写《江表忠略》。赵尔巽任《清史稿》总裁、桐城派马其昶任《清史稿》总纂时，陈澹然

为分纂。又如桐城派后学、曾国藩弟子吴汝纶曾书写挽联吊唁周盛传②4，等等。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成功后，注重文教，乃至于

周氏家族与近在咫尺的桐城派人物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在这中间，以周盛波、周盛传建功立业为标志，周家经历了由耕读之家

到建立军功成为“中兴将帅”的变化，不过，他们似乎更愿意恢复耕读之家的本色，走经世致用之路。从这样的角度看，续修

                                                        
4  

① 周盛波书札可参见博宝拍卖网公布的书影，周盛传书札可参见周盛传撰、周家驹续辑《周武壮公遗书》，台北文海出

版社 1969年版。 

② 参见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年据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复印，第 1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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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谱时请陈澹然撰文绝非偶然之事，这里面隐藏着周氏家族推崇桐城派的意图，从一个侧面传递了周氏家族以经世致用为治家

理念的信息。陈澹然为《周氏宗谱》撰文的落款为“民国八年岁次已末夏月桐城陈澹然撰”（抱本堂《周氏宗谱》卷三《事略》），

这一时间比周本淳先生的出生时间早两年，据此，桐城派后学与周氏家族的关系应影响到周本淳先生的治学方式和人生态度。 

细绎文献，周本淳先生有可能从三个方面接受桐城派的治学方式及经世致用的思想。 

其一，桐城派一向有教授乡里、主讲异邑书院的文化传统。在“学者多归向桐城"[13]204的过程中,桐城派的思想主张早已传播

到全国各地，进而出现了以阳湖（今属江苏常州）人样敬、张惠言为首的阳湖派，以严复、林纾、陈衍等为主的福建侯官派。

合肥与桐城相邻，自然是桐城派思想传播的重要区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氏家族及周本淳先生势必要关注到桐城派的学术成

果。事实上，桐城派一直是周本淳先生关注的重点对象。如《震川先生集》是周先生走上古籍校点之路时校点的第一部古籍，

透过其整理归有光著作时关注桐城派的作为，当知周先生整理归有光著作与关注桐城派有直接的关系。如周先生校点《震川先

生集》时，特别提到桐城派之祖方苞对归有光的评价。又如周先生写道：“在散文风格上，归有光上继司马迁以及唐宋八大家

的传统，下开方苞、姚鼐等桐城派散文的先河。”[14]这虽然是评论归有光在文学上的贡献，但强调了归有光对桐城派散文的开

启作用。此外，周先生介绍归有光生平事迹时，特意强调了归有光在长兴县任知县时的作为，肯定了归有光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如果以此为绢合点，那么，周先生对桐城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有所体察的。如周先生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时指出：“陶渊

明写过《自祭文》和《拟挽歌》诗，被人称为旷达。袁枚因为相信胡文炳说他七十六岁该死的话，就预先做自挽诗，并且广泛

征求朋友预寄挽诗属和，姚鼐等都写了。”[15]9 在标校袁枚诗文时，周先生除了注意到姚鼐为袁枚写的《墓志铭》之外，同时又

有“姚鼐谓袁枚文章'通乎古法’”[15]12等语，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透露了周先生精通桐城派之学的信息。 

其二，周氏家族以程朱理学为立家之本，与桐城派推崇程朱理学有共通之处。如周氏家族十一世续修家谱时，议定了“国

有文方盛，家行孝本先。典章崇法守，理学绍心传”（抱本堂《周氏宗谱》卷四）的班辈排行方式。古人修订家谱主要有五个

方面的意图，一是弘扬家风，追思先祖业绩；二是续补旧谱没有记载的家族新发生的大事，包括家族生死存亡时的大事以及光

宗耀祖的大事件；三是家族在自身繁衍的过程中存在着向外迁徙和另立门户的可能，在这样的前提下，需要在修订宗谱时理清

线索，不忘根本；四是续补或规定排行班辈，旨在强调宗族血缘关系；五是根据排行班辈的字义，表达家族的价值取向和规定

家族发展的方向。从周氏家族续谱的行为中不难发现，周氏家族是以儒家入世进取的精神为本位和治家方略的。其中，“国有

文方盛”规定了周氏家族以《诗》、《书》传家为基本思路;“家行孝本先”规定了周氏家族以孝为先的家风;“典章崇法守”道

出了周氏家族恪守儒家经义的家风;“理学绍心传”道出了周氏家族与宋代理学的关系。以此为逻辑起点，当知周氏家族续修谱

时表达以儒学为立家之本的诉求，以宋代理学治家的理念。周氏十一世续谱时正是桐城派主导文坛之时，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

宗强调经世致用与周氏续修宗谱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从这样的角度看，周本淳先生接受的教育虽然是新式教育，但家庭教育

则是传统的,甚至与桐城派治学及经世致用的思想多有联系。具体地讲，周先生听从长兄的意见,将侍奉老母视为终生的责任，

是由家风决定的;走上治学之路,与桐城派注重义理、考据、辞章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凛然正气痛斥时弊，则是治学以经世致用

为本位的生动写照。进而言之,桐城派的考证、辞章之学培养了周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其入世进取的精神铸造了周先生关心国

家前途和命运的耿直性格。 

其三,周盛波，周盛传有可能从曾国藩、李鸿章那里接受桐城派的思想曾国藩是桐城派后学，以姚鼐的私淑弟子自称，李鸿

章是曾国藩入室弟子。周盛波、周盛传带领的紫蓬山团练在整编为淮军的过程中,分别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节制，这样一来，

极有可能从他们那里接受桐城派的思想。曾国藩论述道：“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

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概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书昌永年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

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

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

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

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兴废，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13]204-205又论述道：“为

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
[16]
在赞同姚鼐之学的过程中，曾国藩强调了“经济”这一经世致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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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经济”与“义法”、“义理”相通，曾国藩将其单列，目的是为了突出经世致用的内容。此外，曾国藩所说的

“经济”与刘大櫆所说的“经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从这样的角度看，曾国藩的“为学之术有四”，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强

调桐城派经世致用的思想。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考中举人后，李鸿章奉父命以“年家子”的身份到湖南大儒曾国藩的府上受学。曾国藩因病居北

京城南报国寺休养时，李鸿章“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17]。从曾国藩以桐城派及姚鼐为师法对象，强调“经济”之学，再

到李鸿章“讲求义理之学”，并按曾国藩的治学理念编校《经史百家杂钞》，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周氏兄弟以及淮军将

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思想行为。周盛华及三个弟弟战死后，周盛波、周盛传成为周家的顶梁柱，担负起抚养周盛华及四兄

弟遗孤的责任，在他们接受桐城派思想的过程中，势必要给周氏家族以深刻的影响。此外，桐城派一向有居官授业、家族传嬗、

朋友切磋、同僚服膺等传统，淮军领袖李鸿章与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同乡。这样的前提下，周本淳先生

自然会在家风的影响下关注桐城派。 

1949 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推翻建在大陆的中华民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1921 年到 1949 年建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28 年，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人用三千万人头打下了江山。面对大好形势，在南

京第一中学供职的周先生满怀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开始了研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历程。遗憾的是，一个满怀着赤子

之心的希望祖国强大昌盛的读书人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具体地讲，1957年 4月 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动力的指示》

之际，周先生刚刚完成《离骚浅释》书稿。周先生一生追求光明，有入世进取的宏大胸怀，既然党号召参加整风，那么，自然

要全身心地投入。周先生的公子周先民教授叙述这一往事时写道：“（周先生）响应号召参加整风，自恃历史清白，工作积极，

出于公心，敢于知无不言。得知一位非工会会员被院方推荐为工会主席后，遂在党总支门口贴出大字报表示异议。又向领导提

出三条意见：一是党之领导应体现在执行党之政策方面，而不一定表现在领导干 

部非党员不可。二是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固然不错，但对具体单位来说不能一概照套，比如南京一中肃反时所抓皆错，后

来都放了并赔礼道歉，而反动标语却没有破案，这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三是认为毛主席在山东阳谷县养猪问题的批示上所

说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有误，《水浒》上说武松为河北清河县人氏。主席一时疏忽，报纸应动点脑筋提醒一下。”（周

先民《周本淳先生年谱》）没料想，因“说毛主席有错误”等三条罪状，周先生成了右派。这一飞来之祸把周先生震晕了，他不

明白，这是为什么？尽管如此，周先生始终抱着搞错了的想法继续为人民服务，并以屈原激励自己，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周先民回忆父亲的事迹时写道：“先父为诗学杜、学苏，为人上亦效法两位先贤，不论穷达，皆既能独善其身，又欲兼济天下，

忧国忧民是其不变的情怀。”其实，周先生的精神支柱是屈原，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的人生追求支撑着

他。如在困境中，周先生以屈原为榜样，学古人以《离骚》佐酒，期待着党的解救。如他在《自嘲》一诗中吟唱道：“碰壁经

年未褪狂，何须竿木始逢场。为牛为马随呼应，是鬼是人自主张。偶放强颜争曲直，难随众口说雌黄。莫嫌雨雾凄迷甚，暖眼

当空有太阳。”①这首诗，袒露了周先生在艰难之中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旷达。 

因打成右派，周先生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如落户江苏淮安县平桥公社孟集大队陆庄生产队时，全家八口挤在两间茅草屋

中，周先生除了要参加各种繁重的农活外，还要担负起全家生活的责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夺去

周先生孩子的性命，因缺药少医，三女不幸离开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最大的不幸②。然而，周先生没有被击垮，继续

面对惨淡的人生，相信国家一定会纠正错误的。 

改革开放以后，周先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教学和古籍整理工作中。在这中间，应约校点了《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1 年版）、《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唐才子传校正》（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诗话总龟》（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重订了《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等古籍。此外，应程千帆先生之请，主持了《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 2002年版）的审订工作。《全清词·顺康卷》

共二十册，工作十分繁重，周先生不计名利，纠正了编纂过程中的大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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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校点古籍；二是诗学研究；三是考证古籍中的错讹；四是诗词创作。四者相

辅相成，反映了周先生治学的不同层面。那么，周先生是如何将四者融为一体的？我以为，有四点值得注意。 

其一，周先生胸怀广阔，有为国家文化事业服务的坚定信念。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

文公下》）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之说，周先生一直以此相激励，将其奉为人生圭臬。如周先

生在《〈离骚〉浅释》中的论述道：“今日言楚辞诸家，各执一词，或主遭忧，或言离愁，或持牢骚说，此皆于汉有征，……然

持此非彼，窃所未安。谨案：昔人解易，一名而有三义：变易、不易、易简，传为通谈。细绎史公全文，'离骚'一名，不妨统

遭忧、离愁、牢骚之三义：自怨而生，所发者为牢骚；怨自何来，则遇谗见疏，亦即遭忧作辞之说；战国士风，朝秦暮楚，楚

材晋用，习以为常。原才士见斥，本可去之他国。而楚为宗国，原为世臣，义难轻别。忧之核心则为欲别而不忍别、不能别，

此又可为离别之忧作注脚。三义相辅相成，……正不必是一而非二也。”在这里，“忧之核心则为欲别而不忍别、不能别”等

语，虽然是在解说《离骚》，但完全可视为夫子自道，周先生从来没有因为“见斥”产生怨怼，相反，一直以屈原为榜样相激励，

相信那些小丑终究有一天会以反文化罪押上历史审判台，国家会迎来需要文化的春天。 

其二，周先生有深厚的小学功底，治学上承章黄学派，能在娴熟地运用训诂、文字、音韵等知识的过程中，从版本入手发

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如周先生的学识曾引起章黄学派的后学洪诚、徐复等先生的关注。如徐复先生有“晚稽校疏，无与比

伦”③5语，高度地赞赏了周本淳先生的小学基本功。《震川先生集》是周先生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一部古籍校点著作，从时间上

看，其开始校点时间很可能更早。如周先生在《震川先生集·前言》中写道：“这次校点以《四部丛刊》影印的康熙时常熟刊

本为底本，原由汪旭初先生断句，因汪先生已经逝世，新式标点和整理工作由我进行，主要用玉钥堂刻本为对校本，除文中明

显错字径改外，其余校改均出校记，附于每卷之后。”[18]《震川先生集》实际上是由周本淳先生与汪旭初先生（1890—1963年）

共同完成的。汪旭初先生江苏吴县人，原名东宝，后改名东，字旭初，号寄庵，别号寄生、梦秋，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一生

手不释卷，经史百家，无不研习。汪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从章太炎先生学习文字学等，与黄侃、钱玄同、吴承仕合称

“章门四弟子”，曾出任《大共和日报》总编、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63年汪先生去世，因文献缺失，留下了诸多疑案。

如周先生是否与汪先生有故？周先生接手校点是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请，还是应汪旭初先生之请？然而，不管周先生是应谁之

请，当知他有深厚的小学学养。 

其三，周先生孜孜不倦地读书，善于“把见到的想到的一些不同意见记下来"[19]，造就了深厚的文史基础。如《读常见书札

记》收录的考证文章涉及经、史、子、集等四部，如果没有焚膏继晷的精神，没有超乎寻常的阅读量是无法做到的。如程千帆

先生评价道：“友朋中老学不倦如袁伯业者，先生而外，无他人也。”[20]袁伯业，名遗，东汉人，袁绍从兄。曹操曾对袁伯业

说：“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21]袁伯业以老而勤学著称，程先生称赞周先生时以袁伯业为喻，由衷地发出“先

生而外，无他人也”赞叹之辞，生动地概括了周先生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精准地勾勒出周先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

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学人形象。 

其四，诗词创作是周先生解决古代诗学问题的重要武器。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周先生出版了诗学著作《诗词蒙语》、编辑

了《唐人绝句类选》、油印了《离骚浅释》，自费出版了旧体诗词集《蹇斋诗录》等。在这中间，周先生独特的品诗和鉴赏能力

成为他解决校点问题的重要法宝。如翻阅《陈与义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时，看到“独留奏章在人间”等诗句时，周先生

立即认识到“‘章’当从《诚斋集》作‘草’，平仄始叶”（周本淳《读常见书札记》，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第 64页）。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里不再赘举。 

                                                        
5 ① 周本淳《蹇斋诗录》，自印本，第 35页。 

② 见周本淳《蹇斋诗录·哀三女小华》，自印本，第 36页。 

③ 徐复《赞》，周先惠等编《我们的父亲母亲——周本淳钱煦追思录》。 



 

 9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莫砺锋先生在江苏古代文学第一次理事会上谈到周先生时，他专门举例说明了《读常见书札记》一

书的学术价值，认为这本不厚的著作解决了古代文史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份量超过那些砖头厚的研究成果。莫先生的一席话，

引起在座五十多位知名学者及教授的共鸣。改革开放初期，周先生应程千帆、孙望等先生的邀请，先后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

大学两校的研究生授课，讲授诗学和小学。长江学者程章灿教授谈起听周先生授课的感受时说：“周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不

可多得的学者。他的诗词创作能力为他深入地研究唐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视角。”如今，这些侍坐者大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

者。 

蹈先贤之辙，续今日之华章。苏轼拜谒淮阴侯韩信庙以后,写下了“书轨新邦，英雄旧里”（苏轼《淮阴侯庙记》）的感慨。

我真诚地希望，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以周本淳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为榜样，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无怨无悔地添砖献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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